
 《思想与文化 》2003 年第 1 期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文化 

1 

认同的悖论 
——全球化背景下的香港文化身份问题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摘要：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但它的文化身份至今仍然是一个触目的问题。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主线

是由外来殖民者与本土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抵抗和交融共同书写的，它近二十年来社会情势的变

化贯穿于“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大限”来临的惶恐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基本规划

单位的世界版图上，香港是一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如何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乃至生命的

认同？这一问题构成了香港现代文学的主题。后者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香港城市认同的悖论：香港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的，这就决定了香港身份的形成必然依赖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

象方式；另一方面有试图把自己建构成区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的城市身份认同。 

关键词：香港 认同的悖论 全球化 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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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毫无疑问，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ｙ），但它的“文

化身份”至今依然是一个触目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主线是由外来殖民者

与本土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抵抗和交融共同书写的，也不单由于它近二十年来社会

情势的变化贯穿于“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大限”来临的惶恐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以现代

民族国家作为基本规划单位的世界版图上，香港——如小说家西西所说——一个有“城籍”

而无“国籍”的地方，〔1〕(P143)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即香港人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

是怎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乃至生命的认同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香港可能

以“城市”的姿态来抵御、戏弄以“乡土”为主要表征的强势“国家”想象。王德威就把香

港视为“以一个城市的立场，与乡土、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ｕｎｔｒｙ）的论述展

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拉锯” 〔2〕(P282)。的确，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国家”（无论是

英国还是中国）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的，这就决定了所谓“香港身份”的形成仍然必须依靠“现

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方式。很显然，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力图强调“香港”

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的“城市身份认同”（Ｕｒｂａｎ　Ｉｄｅ

ｎｔｉｔｉｅｓ），另一方面则仍需运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造方式来建构自己的“身份

认同”。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克服的呢?或者换一种更低调的说法，这种吊诡的状态

以何种面貌得以呈现呢? 

按照本迪克特〖QS()·〖QS〗〗安德森的理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端赖于

“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而以“大众文学”为标志的印刷资本主义，在以想象性的方式建

构“共同体”时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联结“共同体”必须的“共时性”

的时间意识。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大都素未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

与共感，仍然可以透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

方式——塑造出来。譬如，“一个美国人一生所遇见的，或是知道姓名的美国同胞，不会超

过小小的一群人。他不知道其他的美国人随时在干什么，然而他却有完全的把握去相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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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名没姓，这些人必然和他一样同时在默默地干着他们的事情”，由此关于“美国”的想

象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3〕(P22-36)作为东南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安德森在论述里也以印度

尼西亚为例加以说明，而且特别突出了“报纸连载小说”在印尼国族认同感形成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 

具体到与印尼同属东南亚的香港，这种“想象方式”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它的“大

众文学”的载体又展示出怎样独特的形态呢?王德威作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在《香港——一

座城市的故事》中，他从“倾城”到“失城”，罗列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从

张爱玲到黄碧云，她（他）们作为这座城市的“说故事的人”，“为香港说各式各样的故事，

是‘说出’香港存在，延续意义的重要手段”〔2〕(P300)。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种，既可以

像西西那样如书写童话般营造“浮城”世界，也能够似也斯，董启章那般让叙述穿行在“记

忆”和“虚构”之间，更可能如黄碧云，在血肉模糊，遍体鳞伤的情欲创痛中迸发出“失城”

的哀鸣，还有似心猿的《狂城乱马》，用文字沟通和呼应电影、电视、漫画等多种媒体，滑

稽性地挪用武侠、黑帮、侦探、闹剧和黑色喜剧的技巧程序，营造出“大限”来临之际一座

城市“狂”“乱”交加的“嘉年华”图景，而文本本身的混乱嘈杂，也有意无意地对应着这

座城市内在的动荡和活力。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心猿的《狂城乱马》，它展露出的多种媒体间的互动（艾慕杜华的

电影加日本鬼马漫画式的小说），以及反讽地运用香港人耳熟能详的电影电视的“桥段”（主

人公老马是对吴宇森英雄片主角“小马哥”的拙劣“盗版”），恰恰提示了新型视觉“媒体”

（电影，电视等）在全球文化经济的新语境下构建城市文化身份时的作用。阿帕杜莱（Ａｒ

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指出：“伴随着本尼迪克特〖QS()·〖QS〗〗安德森所谓的‘印

刷资本主义’（ｐｒｉ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被投放到世

界上来，这就是大众文学（ｍａｓｓ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的权力，印刷资本主义有效地排

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民族亲和性规划（ｐｒ

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ｉｎｉｔｙ）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群众性的

阅读行为使得事件的进程建立在一个悖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人为地建构原质主义的悖论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

ｓｍ）。”与一般的理解相反，阿帕杜莱并不假设有一个单一的全球化过程，据他的分析，一

系列关键的全球面向间逐渐增加的断裂，引发了多样的、流向不拘的、因此难以预测的全球

性情境与流向。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象力”和“媒体辨识力”是新种族景观构成和

移居的重要条件，进而指出：“媒体景观……总是倾向于以形象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绘

现实世界，它们用来款待消费者而且也是用来改造他们的节目，是构造想象的生活——既是

消费者自己的想象的生活，也是异国他乡的别人的想象的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原料，如人

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本形式。这些节目能够而且确实把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成晦

涩暧昧的，但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因为它们有助于构造有关他者的叙事，以及有关可

能的生活的元叙事与幻觉，这些东西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占有和流动的欲望。”1　 

譬如，电影作为香港最具影响的文化样式和媒体景观，是如何参与到对“香港文化身份”

的构建的?寄托了怎样的文化情感和文化想象?李欧梵把香港电影看作是“对普通香港居民

和观众的集体‘政治无意识’（以商业产品的形式）作出公共表述”。他曾分析出成龙的《Ａ

计划》和《Ａ计划续集》在娱乐之外大有深意，因为“当１９９７年中国重新接管香港的时

刻日渐逼近之时，它建构了有关殖民地香港的历史传奇”，成龙扮演的“香港警察”在电影

中游走于洋人、满清官员、革命党人和普通百姓等各种势力之间，象征性地指认和确证了“香

港”的现实处境。〔4〕甚至在王家卫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春光乍泄》中，李欧梵也能从

发生在阿根廷的一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里，读出“９７之后”香港人巨大的焦虑：“港台的

许多导演都有引用其他导演作品的习惯。而就我看来，其影像背后带动的是一种情绪，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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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性恋的情绪，不只是身体肉欲的情绪，还有深深的失落和对于时间观念的无可奈何。在

影片中主人公反复叨念的一句话就是‘从头来过’，可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时

间不可能倒流。……王家卫运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手法：表面上是极为商品化的摄影技巧，

拼命使用各种形象，甚至玩弄彩色与黑白之间的关系。我曾经试图借片中的彩色或黑白镜头

把整个故事情节的起伏连接起来，但是发觉连不上；我又试图把彩色或黑白镜头与人物的感

情联系起来，也是徒劳。后来我想，也许这部电影本意并不在此，如果我们能够用黑白或是

彩色区分、连贯故事情节、人物感情，那么我们就重新堕入传统的欣赏习惯之中。王家卫电

影的挑战性就在于他把种种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它们所带动的情

感，又不见得是所谓后现代理论中提出的东西，后现代理论已经不注重所谓‘真情’。但是

片中两个男人的感情也并非完全是虚假的，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用后现代的形象带出真的感

情。我个人觉得这种感情是与香港密切相关的，片中对白用广东话，而且内容与１９９７有

关。在后现代的年代中，人失落于异邦，你可以用‘失落’、‘异化’等等理论名词来概括，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情还是与现实中部分生活在香港的人们直接相关。换言之，真情可能已经

被肢解了，此时我们不可能写出完美的‘大团圆’的故事，但是就在已被肢解的片断中，还

是可以表现出一点真情的存在。”2应该说，《Ａ计划》和《春光乍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电

影，而成龙和王家卫也确实代表了香港电影发展的两种迥异的面向（有趣的是，他们同时也

是香港电影在跨国电影市场的“象征符号”）。也许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作品遵循着不同的艺

术和商业逻辑，然而在更深层次上却可能受到共同的文化逻辑的制约。这个文化逻辑就如李

欧梵所言，正是出于对“香港意识”和“香港身份”的探求，香港电影藉其叙述和影像参与

了对“香港”的想象性缔造。　 

当代理论不断地提醒人们，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在这种讲述

的过程中，发言的主体位置往往沉潜为文本脉络的“无意识”。所谓“想象性缔造”便突显

了“香港”在殖民历史中的特殊处境。借用周蕾的说法，它是一个处在“家国之外”、寄身

于国族边缘的特殊社群：“处于英国中国之间，香港的后殖民境况具有双重的不可能性——

香港将不可能屈服于中国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再度君临，正如它过去不可能屈服于英国的

殖民主义一样。”3对应于这种后殖民的处境，我们很容易联想起西西对经典故事“灰阑记”

的质疑和重写。那篇《肥土镇灰阑记》〔5〕沿袭的依然是传统的情节，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

子，但和传统的处理手法不同的是，倘若人们一直听到的只是这两个妇人唠唠叨叨地在包黑

子面前陈述她们拥有孩子的理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倾听这个孩子自己的声音呢?
就像黄子平指出的那样“如果让灰阑中的五岁孩童，说说他的意愿，说说他所知道的一切，

事情又将如何了结?大人先生们会给黄口小儿‘发言权’么?小孩子敢在公堂上开口说话么?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即便他一言不发，任人摆布，搁在石灰圈里充当拔河用的‘绳子’，

难道小脑袋瓜子里，就毫无感觉，毫无所思?这便是西西（携带她所处的历史时空），向古老

故事提出的质询”〔6〕(162)。尽管黄子平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讨论“香港意识”的问题，但

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候“书的正文平平无奇，脚注或尾注里却掩藏了或泄露了真正令人感

兴趣的东西。”〔6〕(P167)　在这里，括号里的“携带她所处的历史时空”一句尤其关键，它

表明黄子平同样意识到西西之所以如此质询和重写“灰阑记”，既不是为了显示“故事新编”

的才能，也并非炫耀“叙述视角”的多变，而是来自于她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空”。一般

认为，西西笔下的“肥土镇”喻指着“香港”，很显然，《肥土镇灰阑记》把“叙述”的权威

赋予给开口说话，并且滔滔不绝的五岁孩童“马寿郎”，争取的自然是身处“夹缝”中的“香

港”发声的可能，进而暗示了“香港身份”和“香港意识”的创制与“主体”的发言位置密

切相关。 

二 

这也是为什么一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香港文学，日本视野”的讨论中4　，同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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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香港意识”来论述李碧华的小说《胭脂扣》的原因。他说：“这部小说并非重演‘传统

的爱情故事’，香港意识的创造这个‘变奏’方是主题。50 年前的爱情悲剧作为香港意识的

延长被重新记忆，方与 80 年代联系起来。小说‘胭脂扣’让 80 年代的读者记忆 30 年代的

香港，藉此创造出香港意识的五十年历史。”〔7〕(P93)　 

《胭脂扣》的确相当自觉地处理了“香港文化身份”的问题，无论在小说（１９８５）

还是电影（１９８８）中，“１９9７”成为了一个祛除不了的阴翳。然而，也恰恰因为“１

９9７”的存在，使得回顾过去的叙述获得了意义，甚至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构成了

某种难以言传的隐秘联系，从而使“现在”变得不那样令人无法捉摸。藤井省三由此生发的

对“香港人”意识的论述，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阴影的笼罩下的

故事，暴露出或者说凸现了的其实不是“香港身份”的完成，而是“香港意识”的危机。它

有意让香港五十多年的历史脉络在生／死、人／鬼、阴间／阳世、过去／现在、幻想／现

实……的一系列并置中呈现出来，李碧华和关锦鹏都试图表达历史的激情无法救赎现实的平

庸。这不是一部“怀旧电影”（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ｆｉｌｍ）——电影中阿楚有一句反

讽的台词：“要么是怀旧，要么是扮鬼。”——但“怀旧”的情绪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

用。　5 

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把“怀旧电影”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

辑的一个重要症候。他认为这种“催眠性的新美学模式”从根本上暴露了后现代主义的“怀

旧”艺术语言和真正的历史性不兼容的矛盾，“然而，矛盾将这个模式推入一种复杂、有趣

的新形式创新之中，我们明白，怀旧电影绝不是历史内容的某种旧式‘再现’；怀旧电影借

着风格寓意去处理‘过去’，借着意象光滑的特质去传达‘过去’，借着时尚的属性，去表现

１９３０或５０年代的特色。……因此，电影里的一切事物一起在抹除正式的当代形象，使

得观众可以接受叙述是架设在永恒的３０年代里，超越真正的历史时间。这种借着拟像的艺

术语言，或恣仿（ｐａｓｔｉｃｈｅ）固定的过去形象来处理现在的方式，使得现在的事实

和现在历史的开放性具有一种光滑幻像的符咒和距离。”怀旧电影的动机不是对历史的追溯，

它其实完成了一种对历史的转换，即将活生生的“历史图景”凝固为银幕上可供观瞻的“斑

斓表象”。（用詹明信的话来说，就是“将１９５０年代的事实转换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

——‘五十年代’——来再现”。）因此，“怀旧”是“作为对于失去我们的历史性，以及我

们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　6 

如果“怀旧”确如詹明信所言，是历史感匮乏的表现，它只不过“展示了这样一个处境：

我们似乎愈来愈无法塑造对我们当前经验的表现”，那么《胭脂扣》希望藉“怀旧”来重构

香港５０年的历史，岂不是南辕北辙?即使完全不管詹明信的理论，当《胭脂扣》式的“怀

旧”成为一种时尚时，其实也对香港历史提出了一个个严峻问题：有什么“旧”可怀?凭什

么来“怀旧”?是否有“旧”可“怀”?……电影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件“信物”：十二少送

给如花的胭脂盒，它同时也是一件“旧物”。正是这件“信物／旧物”的存在，似乎将生和

死、人与鬼、阴间和阳世、过去与现在、幻想和现实重新联结起来，从而提供了对于香港历

史的完满想象。可是像所有的“信物”一样，“胭脂盒”代表两人的誓约和信任，但也像所

有关于过去的寓言一样，“信物／旧物”也象征着它纪念的人和物的消失。如花这五十多年

前的香港女儿，回到她的塘西“旧地”才发现它早已瓦解，更发现伴随她五十多年的“信　

物／　旧物”不过是一件时间的残骸。7作为一种时间的操纵方式和幻想对象，“怀旧”对所

谓“香港意识的创造”起到的恐怕更多的是动摇和消解的作用。《胭脂扣》中塘西名妓如花

这一番出入阴阳，混淆生死的“奇遇”，又表达了怎样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因历史和

现实脱节而带来的匮乏和焦虑呢?　 

的确，“焦虑”构成了《胭脂扣》的基调，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关于“焦虑”以及如

何试图克服“焦虑”的故事。在小说中，如花带着明显的焦虑登场。且来看看李碧华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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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的：　 

……真奇怪。我兴致奇高，一半因为她的美貌，一半因为她的焦虑。” 

“我打量她。眉宇之间，不是不带风情，不过因为焦虑，暂时不使出来。” 

这是袁永定眼中的“如花”。透过叙述者来呈现如花寻找情人而不得的焦虑，不仅出于

叙述视角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一种焦虑的“传递”过程。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如花对失

踪情人的焦虑是如何转化为袁永定对失去历史的焦虑。他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为如花

寻找多年失散的情人，另一方面则需要证实如花的身份以及簇拥着这一身份的谜一般的历

史。然而，无论是在图书馆查找资料，还是在骨董店翻捡旧物，他所要寻找的一切都像是透

过指缝的光线，似乎看得见，却怎么也摸不着。　 

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焦虑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对某种未

然的危险而言的，而且总是伴随着各种宣泄排遣的方式：“真正的焦虑或恐惧在我们看来是

十分自然，合情合理的，我们应该称之为对外来危险的预感的一种反应，预感到正在期待着

或是预测的一种伤害。”〔8〕(P315)　因此，“焦虑”最终导向的是对这种心理状态的“想象

性”解决：或满足，或宣泄，或转移……当然也包括适当的压抑。《胭脂扣》在故事层面仿

佛完整地展示了这个过程：虽然是失望代替了焦虑，不过泛黄的历史毕竟填补了现实的空白；

寻找的结果也许不那么令人满意，不过毕竟确证了一段真实的存在。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在这

一过程中几次微妙的“置换”，首先是如花对情感的焦虑（她和十二少同时殉情，却没能和

情人在阴间相聚），转化为袁永定对历史的焦虑（他查找不到任何有关塘西妓女的资料），同

时这种历史的焦虑又不知不觉地和他情感的焦虑纠缠在一起（他对如花隐秘的欲望以及与女

友阿楚关系紧张），然而，随着历史的焦虑渐渐得到缓解（袁永定找到越来越多的线索和材

料），所有的不幸都逐步集中到“过去”（事实的真相是，如花和十二少不是殉情，而是“谋

杀”；十二少苟活至今，沦落片场，形同乞丐，“爱情”神话就此终结），现实却藉此全身而

退（袁永定不单了解了历史，并且重新获得了阿楚的爱情）。难怪故事结束时，袁永定要扔

掉那个象征“过去”的胭脂盒，因为他在故事里已经想象性地解决了对过去的焦虑。　 

不过，故事结束的地方，恰恰是问题开始的时候。这种把所有的一切都归于“过去”的

作法，是否解决了“现实”的焦虑呢?傅科在他的早期著作《心智疾病与人格》中曾专门研

究过作为一种“基础体验”的“焦虑”，他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和修正了精神分析关于“焦虑”

的理论。首先，傅柯解释说，心理分析所谈的“退化”并不是坠落到过去之中，而是以过去

来取代无法承受的现在，它其实是一项有意的逃避策略：“与其说是回返，毋宁说是求援。”

于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说，这是过去走向现在，作为它病态的出路。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这个

原初的体验和现在的体验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可以使它和现在相合呢?同时，矛盾并未被

这种逃避手段消除，正好相反，它反而因此加深：这便是心理分析角度之下的“病态”。所

有的人都可能遭遇到矛盾的情境，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作出荒谬的解决：“在一位正常人体会

到矛盾情境的地方，病人所得到的却是本身即为矛盾的体验；前者的体验对矛盾开放，后者

则封闭其中。”相对于“恐惧”是对外在危险的反应，傅柯指出，这个内在矛盾体验的感情

特质即为“焦虑”。〔9〕　 

作为一种内在的矛盾体验，《胭脂扣》的“焦虑”正如傅科所言，“是以过去来取代无法

承受的现在”，它寻求的是一种“病态的出路”，表面上得到舒解的“焦虑”其实沉潜为更深

的困境。周蕾曾说：“《胭脂扣》小说和电影拼读，将会带来更大的乐趣”，但她还是强调了

两者的区别，“电影中其实亦有运用电影语言来营造怀旧，但对于古今拼凑所带来的反省，

相信要比小说来得深刻。”〔10〕　而我以为，小说和电影构成的是一种特殊的相互生产的关

系。小说由于叙述视角的限制，故事一直在现在时态中展开，“过去”经由转述才得以呈现，

所以，现实与过去的并置虽然有时在不经意间会削弱“怀旧”情调的逼真感，但却以文字创



 《思想与文化 》2003 年第 1 期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文化 

6 

造出更大的“想象空间”；电影则由限制性视角拓展为全知性视角，直接用华丽的影像来构

筑过去色彩斑斓的图景，正好填补了那个想象的空间，极大地增强了“怀旧”的氛围。毛尖

在讨论《胭脂扣》时相当敏锐地发现：“影片开始采用的是完全写实的手法，径直大段叙写

如花和十二少的初识和定情。正当故事似乎渐入佳境，即将迎来第一个叙述高潮时，却戛然

而止，转入另一叙事线索。其后如花和十二少的故事便以闪回的方式予以补充交代，跳跃性

的叙事省略了其间的许多细节，而单以一些散发着强烈的颓废气息的艳丽画面直接冲击观众

的视觉，从而给这一故事增添了醉生梦死的色彩。”〔11〕(P198)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这些

画面特别以恋物的姿态来营造过去的幻影。小到胭脂盒，鸦片烟具，大到花排，铜床，还有

粤剧唱段，塘西妓寨，以及演员的变妆扮相（梅艳芳／如花的男装扮相，张国荣／十二少的

戏装扮相）……所有的这些都以“物”的形态出现，却又脱离了“物”的轨迹，它们就像是

所谓“滑动的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作为观众的你无法准确地判断这些符码的内在

含意（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但在夹杂着偷窥，意淫和想象性地占有的观影过程中，还是

能够隐约感觉到它们共同指向那个暧昧不清且又意义丰富的“过去”。　 

怀旧就是依靠这种“恋物”来发挥作用的。不妨借用迦达默尔（Ｇａｄａｍｅｒ）对历

史意识的区分来说明——怀旧电影只是将历史“美学化”，任何历史对象“都成为鉴赏品评

的古玩，任何场景都成为凭吊留连的古迹，历史事件本身则成为一幕幕玩弄光景的连台好

戏”。这就是迦达默尔提出的将历史距离化、客体化的“历史意识”，不同于一种“不断融入

现在、作用于现在的”活的历史记忆（即“时效性历史意识”），在这样的前提下，怀旧电影

被视为是站在历史的终点，将历史看成一个“独立于自己的客观整体”、“并不指向任何属于

自己的世界观或自我形象，而只是对已消逝的世界观或自我形象的一种‘仿真’甚至‘谐拟’

（Ｐａｒｏｄｙ）”〔12〕(P48-53)。詹明信则把怀旧电影这种对历史的态度称之为“恣仿”（ｐ

ａｓｔｉｃｈｅ），它不同于现代主义式的“戏仿”（Ｐａｒｏｄｙ），是一种依循着后现代

“过度真实”（ｈｙｐｅ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的“拟真的实践”。8他进而指出，在后现代

这样一个无时空感、平面化的状态中，怀旧影像不过是一连串由音乐、时尚、发型、车辆造

型等设计合成的消费品，供给无历史感的主体进行历史的消费。　 

于是在这里，恋物癖式的怀旧转化为大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每个人都身陷其中，无

法找到历史、自我和主体的位置，就像如花那样，在寻觅的过程中宿命般地迷失在纷繁变幻

的都市空间里。9　 

三 

由《胭脂扣》引发的问题其实相当严重，它深刻地质疑了在“香港文化身份”的创制过

程中可能潜藏的“新本质论”和“同质化”的倾向：有没有纯而又纯的“香港人”?可不可

能建构起只属于“香港”的历史?如果“香港意识”不是某种先在的抽象“本质”和给定的

不变“地位”，而是必须加以“再现”的历史情景和需要“想象”的主体位置，那么就像一

位香港文化研究者所说：“这一特殊性一并提出，才能进一步揭示香港后殖民情况的多元性

及复杂性。从而令本土的不同身份（工人、女人、同志、天台居民……）连带他／她们的斗

争史不致在‘香港’的命名下被湮灭掉，甚至在‘香港’这个我们必须认同的身份下解除其

他身份的武装”〔13〕(P211)　。的确，“身份认同”的政治由于阶级、性别、种族和地域等

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这些因素不是自然的“标识”，更应被视为社会化的“符号”，因

此形成了它极其错综复杂的品格。这样看来，“香港”的文化身份并非在殖民与反殖民的简

单二元对立中建立起来，实际上它涉及到一个由内部和外部、中心和边缘、主体和客体等多

重关系构筑的权力场域。由于涉及到多重空间的位置，不妨说它构成了“身份的地理”（Ｇ

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种历史性的位置，一个多重知识的

交接点，一处辩证的地域，一个活动性的对抗场所。斯图尔特〖QS()·〖QS〗〗霍尔在讨论

“文化身份”的问题时指出，“身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



 《思想与文化 》2003 年第 1 期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文化 

7 

并且在这个塑造和建构的过程中，“身份”因循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

诉求，处于一种变更、移位、涂抹、同化和抵抗的“运动”状态。他强调这样的“文化身份”

是“复数”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是一种必须在不同的语镜下

加以“想象”和“再现”之物。〔14〕(P223-225)　同样，如果要开放出“香港意识”的多种

可能性，容纳来自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声音，那么就需要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背景下

重新考量“殖民地经验”，重新“想象”和“再现”香港、香港人和香港的历史。正如全球

化问题常常围绕着“是地球村，还是全球掠夺?”（“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ｒ ｇ
ｌｏｂａｌ  ｐｉｌｌａｇｅ？”）的严肃追问而展开　〔15〕　，那么对于香港的“城市

认同”，也必须考虑“是殖民大都会，还是国际大都市?”（“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
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ｙ？”）〔16〕　 

这又牵涉到另一重微妙繁复的关系。法农在论述殖民地文化时说：“殖民主义不会满足

于仅仅控制某个民族以及掏空当地人民一切形式与内容的心智而已。出于某种不正常的逻

辑，殖民主义转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将这个过去扭曲、破坏、摧毁。今天这种贬抑殖民前

历史的工作隐含着辩证的意义。”〔17〕(P210)　他所谓“辩证的意义”，最常见的就是被殖民

者对过去历史的“乡愁”和“向往”：“这种热情的研究私底下莫不期望在今日的痛苦之外，

在自悲、自弃、逆来顺受之外，能发现某些美丽而辉煌的时代。”〔17〕(P210)　这种“寻找”

和“发现”的逻辑自然是相信“历史”的稳定不变，它仿佛就潜藏或遗忘在某个隐秘的角落，

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就是在这个“发掘”过程中，被殖民者从殖民者手里“拯救了历史”，

同时也“拯救了自我”。在我们看到的香港文学、电影诸多回响着“怀旧”旋律的作品中，

不难发现这种天真的、一厢情愿的历史观。殊不知，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交织在一起形成“内

（部）外（部）殖民”的复杂图景时，那种清白的、未被污染的“历史”作为“他者”的虚

构，不仅不是一个固定的可供最后回归的源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再生产了与殖民者一致的

“二元对立”的逻辑，进一步地强化了殖民者存在的合法性。10　“香港意识”的建立当然

不能依赖于这样一种想象历史的方式，“香港历史”的书写需要另外的“想象”和“再现”11，

它容纳差异，承认混杂，表现的视野既在“香港”之内，又在“香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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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毛尖.香港时态——也谈〈胭脂扣〉[A].文学香港与李碧华〔C〕. 

〔12〕路况.怀旧电影——历史终结的记忆影像〔J〕.电影欣赏:１９９０(４５)　 

〔13〕谭万基.愉悦、公共领域与“香港”身份〔A〕. 陈清侨.身份认同和公共文化[C]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14〕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M]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ａｒｔ，  １９９０．　 

〔15〕　Ｆｒｅｄｉ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ａｏ  Ｍｉｙｏｓｈｉ．  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 〔M〕.  Ｄｕｒｈａ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ｃ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16〕　Ａｃｋｂａｒ  Ａｂｂａ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M〕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  ｏｆ  Ｍ

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１９９７．　 

〔17〕　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Ｔｈｅ  ｗｒｅｔｃｈ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Ｃｏｎ

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M〕.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ｏｖｅ  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６８．　 

 

The Paradox of Identities:  Cultural Identities of Hong Kong in 
Globalization 

 
Luo Gang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 

Abstract：Hong Kong is a global city, but it’s cultural identities is still a vital question. The thread of Hong 

Kong in more hundred years is the conflict、compromise and resistance between outer-colony and 

native-colony. Hong Kong is a city that it has urban-identities but no nationality in the world map based in 

modern native country. How to construct society、culture and life-identity of itself?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modern literate in Hong Kong. It declares the paradox of city-identities in Hong Kong in globalization: 

Hong Kong definite itself by national relation in most degree. Which decides that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must depend on the imagined pattern of modern native country. In other way, Hong Kong tries to 

construct its particular city identities differencing from modern native country. 

Key words：Hong Kong    the Paradox Identities     Globalization         Cultural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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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  Ａｒｊｕｎ．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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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２：２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 ＰＰ． １—１１，１５—２４．中译文参考了陈燕

谷译：《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文化与公共性》第５２１—５５５页，汪晖、陈燕谷主编，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阿帕杜莱所谓的“媒体景观”，应该包括电影，电视甚至广播，以及它们之

间的交互作用。在这方面的讨论中，电影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关于电视和广播在香港文化身份形成中

发挥了何种作用，目前还没有深入的研究。香港作家董启章在《永盛街兴衰史》说：“我们这一辈对香港历

史的认识近乎零，只知道１９６７年无线电视开台播放以后的事情，甚至连６６年暴动也毫无印象。”个中

含意，很值得玩味。不过董启章出生于１９６７年，并无直接的经验可言。更有价值的材料应该来自亲身

经历者的回忆，譬如卫泽宗说：“六十年代电视不太普及，只有黑白有线的“丽的映声”，是“丽的呼声”

的姐妹公司，电视台是要付月费的，所以几乎是富人的专利。一般人在家中的娱乐就是听电台的播音……

而最受广大听 

2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５期。有的论者以更肯定

的语调指出：“《春光乍泄》为香港和中国的重聚提供了数个可能出现的情况：逃走、哀悼、接受、容纳和

选择。这电影并非只为这课题作出简单的评注，而是指出其中可见的困难、矛盾和冲突；同时，香港人在

回归边缘上既忧心又恍惚的心情，也在电影中反映出来。”（Ｌｉｓａ  Ｓｔｏｋｅ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ｏｖｅｒ：　  Ｃｉｔｙ  ｏｎ  ｆｉ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ｉｎｅｍａ．  　Ｌｏｎｄｏ

ｎ：Ｖｅｒｓｏ．  １９９９，  Ｐ． ２７８） 

3  周蕾：《写在家国之外》第９４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周蕾在这本书中对香港后殖

民 纯龅穆凼霾　　撕艽蟮挠跋欤　　币惨　鹆撕芏嗟恼　郏　以谡饫镏皇墙?用她的说法，而不是正面评

价她的观点。　 

4 　这次讨论的成果汇编成《文学香港与李碧华》一书，陈国球编，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０

年。下面的论述也参考了该书中的部分内容，不再一一注明。　 

5 　“香港导演关锦鹏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无论在音乐、色彩、场面调度、叙事结构上等都能运用电影语

言，对小作出出色的演绎，带出本地通俗文化的怀旧潮。”（黄纽《香港文学书目》（青文书屋））　 
6  参见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电影：对于现在的怀旧》，载《后现代主义或晚期

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３３５—３５４页，吴念真译，台北，时报文化，１９９８年。 
7 　参见周蕾在《爱情信物》中的有关论述，载《写在家国之外》。她指出，《胭脂扣》怀旧的特别之处在

于我们无法确定它所怀恋的客体，只可肯定其投射的缺失感。电影中其实亦有运用电影语言来营造怀旧，

但对于古今拼凑所带来的反省，相信要比小说来得深刻。《胭脂扣》小说和电影拼读，将会带来更大的乐趣。

　 

8  詹明信认为“戏仿”与“恣仿”的区别，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条重要界限，参见他的《文化：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载《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１９—８２页。 
9  但正如我在 拔闹兄赋龅模　峨僦　邸凡煌耆　恰盎尘伞钡模　渲衅鸸丶　饔?的是如花的“鬼魂”身份，

她不仅使过去和现实的联系极不稳定，而且作品反复渲染的“过去”本身也因此显得虚幻异常。如果要详

细讨论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对鬼故事和幽灵文类的重读。这里由于篇幅关系，不能展开了。不过小说中

不断提到的有忘却作用的“孟婆茶”不容忽视，借用阿巴斯的说法，也许如花代表的是香港后殖民情境下

另一种“消失的政治”。（Ａｃｋｂａｒ  Ａｂｂａ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

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  １９９７．）在我看来，香港电影的“怀旧”潮流应该是从９０年

代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新难兄难弟》（李志毅，陈可辛，１９９３），《新不了情》（尔冬升，１

９９３）和《９２黑玫瑰对黑玫瑰》（１９９２，刘镇纬）。因为这些电影非常明显地把五六十年代的国语

和粤语片中的经典人物、故事类型、情节桥段和多年来观赏电影所形成的风俗习惯挪用来作为消费的对象。 

10 　这一系列“摩尼教喻况”（ｍａｎｉｃｈｅａｎ  ａｎａｌｏｇｙ）式的二元对立是“白与黑，善与

恶，优与劣，文明与野蛮，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广泛但可以相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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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对立项目”，很显然，它能够由肤色的差别推衍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道德文化和主体位置的高下优

劣。更为关键的是，两者可以互相转换，甚至把被殖民者的位置提升到殖民者的地位。但只要坚持这个二

元对立，殖民者的中心地位就不可能被根本动摇，它依然再生产出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参见Ａｂｄｕｌ  

Ｊａｎ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ｉｃｈｅａｎ  Ａｌｌｅｇｏｒ

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

ａｌ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１２．１  

（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８５）  Ｐ． ６３．　 

11  文学如何创制出另外的“想象”和“再现”，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认同的政治与离散的美学——从张

爱玲的〈连环套〉到黄碧云的〈烈女图〉》一文中将有详细的讨论。 


